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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度考论

熊昌锟

　 　 摘　 要:清代,铜钱是政府铸造的法定货币,而银币在缴纳赋税、贸易结算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学界据

此认为近代中国为“银钱复本位”或“银钱平行本位”。 事实上,“银钱并行”体系下,无论是货币本身、制度

还是技术层面,铜钱、银币都难以成为本位货币。 铜钱虽为法货,但其并不按照自身价值流通,且历朝历代

的形制差异较大。 银币有实银两和虚银两之分,虚银两承担记账及结算功能,同时又有银锭和银元之别。
晚清铜元、纸币等新式货币的冲击以及建立全国统一汇兑标准的技术难题,也使得本位制难以确立。 随着

英、美、日等国相继改定金本位,“本位制”概念得以传入中国,并引发朝野关于建立货币本位的争论。 出于

垄断货币发行权、解决财政危机等方面的考虑,晚清民初先后进行建立货币本位的实践。 然而,由于孱弱

的国家能力和有限的国家信用,高度统一的货币本位制度始终未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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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钱是清政府铸造的唯一法定货币,清初各行省相继设立铸钱局,铜钱流通地域涵盖十八行省,
成为行用最广的货币。 而自明中后期以来,美洲等地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在各地加工而成的银币逐

渐成为缴纳赋税和贸易结算的重要工具。 学界据此多认为明清时期为“银钱复本位”或“银钱并行本

位”。 不过,整个清代以及民初的货币本位制度似不能一概而论,陈昭南认为,在乾隆年间以前,中国

货币制度受西洋货币制度影响较小,把乾隆以后的时期撇开,可以看到清代货币制度的本来面目。①

另一方面,当前研究多忽略“本位制”在中国的传播及接收过程。 事实上,“本位制”这一概念经由日

本学者译介传入中国,并诱发了中国朝野对本位制的讨论以及晚清民初开展的货币本位改革实践,这
一过程从晚清延续至 20 世纪 30 年代,直到法币改革才告一段落。

本文拟从检视已有关于近代货币本位的观点入手,分析“银钱并行”体系下铜钱和银币为何无

法成为本位货币;继而论述“本位制”的传入过程及引发的中国各界关于建立“货币本位”的思想

论争,以及由此开展的币制改革及改定货币本位的实践,最后讨论近代中国本位改革曲折难立的

原因。

一、“银钱并行”体系下的货币本位问题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本位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银钱复本位制,持此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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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主要有杨端六、王业键、何汉威、滨下武志、卓遵宏等。① (二)银钱平行本位制,彭信威、景复

朗、燕红忠等学者曾就此展开过深入讨论。② (三)银本位制度,侯厚培、魏建猷、全汉昇、万志英皆力

主此说。③ (四)铜钱(制钱)本位,张家骧、耿爱德等人认为铜钱为法货,流布最广。④ (五)近代不存

在本位制度,卫斯林、赵兰坪、吉田雄虎、Frederic
 

E.
 

Lee、叶世昌等学者均持此说,但他们并未深入讨

论其原因。⑤ 此外,林满红、戴建兵等学者并未论述近代为何种货币本位,而是用银钱体系及“白银核

心型”体系进行表述。⑥

结合“货币本位”和“本位货币”的释义,可以发现“银钱并行”体系下铜钱和银币各有其内在缺

点。 铜钱无法满足大宗贸易的结算且无法作为储藏手段,实现货币的基本功能;各朝铸造的铜钱形制

不一,旧钱盛行;私铸私销长期存在;主币之下无辅币;铜料供应无法保证,多次出现“钱荒”等痼疾。
白银货币则不具备无限法偿能力,银锭、银元混用,形制和成色不一。 而道光以来白银外流造成的通

货紧缩,纸币等新式货币的使用逐渐超过传统的铜钱和银币。 除了货币本身的原因外,近代中国受制

于羸弱的国家能力,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承载国家信用,且无力解决本位货币所要求

的统一标准等技术难题,因而并没有真正的货币“本位”。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定义:“货币本位,是指统治者把理想的货币作为一种真

正含金(或其他金属)充足的货币来铸造,并颁布其重量和纯度,通行全国。” ⑦换言之,货币本位是指

一个国家货币制度的基本单位和价值标准。 全国的货币体系以其为衡量标准,包括明确的主辅币、货
币的自由铸造以及作为币材的金属自由进出。⑧ “复本位”是指单位货币的价值固定为一定重量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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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银,由此确立了金和银的相对价格。 比如,黄金需求的增长就能拉动金兑货物相对价格的上升,同
时银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① 换言之,一方价格变动,另一方势必随之而动。② 而“平行本位”要求,
“使用两种(或更多种)金属货币。 它同金银复本位不同的是所有被选定的金属必须同时使用”。③

“平行本位制”要求两种货币同时使用,互不替代。
前揭“银钱复本位”和“银钱平行本位”的说法均看到了近代中国“银钱并用”的事实,而政府也

希望以“银钱相权”的理论来制定货币政策,“钱与银相权而行,欲求钱法之流通,必先定钱直(值)之

高下。 钱无定直(值),则铺户之倒换者,得以操其重轻,私家之居奇者,得以伺其赢缩”。④ 由于白银

货币以及铜钱均按所含金属的实际价值流通,实际价值高于名义价值的货币往往被熔化或窖藏,出现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同时,由于铜钱铸造由官方垄断,并不允许自由铸造,进而破坏复本位或平

行本位的货币制度。

二、“银钱并行”体系下铜钱 / 白银作为本位币的内在缺陷

既有研究多对铜钱和白银货币属性的认知存在偏差,或在论述时语焉不详。 具体而言,“银钱并

行”体系下的铜钱或银币均无法成为本位货币,大致存在以下四点问题。
第一,就铜钱来讲,其具有以下缺陷:首先,清政府虽先后在十八行省设置钱局,但各钱局铸造的

铜钱在重量和成色上并不统一,各自在特定区域流通,且前代留下的铜钱仍在使用。 而清代历朝的制

钱形制也存在差异:顺治初期沿用明末大钱形式,顺治十四年(1657)起,清廷要求户部在钱背加铸

宝、泉二字。 顺治十七年定钱背纪地,左满文,右汉文。 此一时期,铜钱根据背面文字分为五种形制,
包括光背、单字(汉字、地名)、满汉两字(地名)、一厘(折合银价)、满文。 康熙二十年(1681)至四十

年,铸造两种形制的小钱,即户部与工部铸造的小钱和八分钱。 康熙四十年后,户部和工部恢复铸造

大钱,区别于此前形制。 此外,武昌局开始铸钱,因此康熙通宝有三种形制。 雍正时期,大钱形制与前

代相同,添加铸局名称的铜钱开始出现,如宝浙、宝苏等局,雍正通宝共有 16 种形制。 乾隆时期的铜

钱一种由户部、工部铸造,形制较大,铸造量少;一种铸造量多、形制较小,掺入较多的锡、铅。 乾隆通

宝共 26 种形制,除宝源、宝泉以及各省局铸造的铜钱外,尚有回部的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喀什噶尔、
乌什铸钱。 嘉庆时期,户部铸造部颁样式钱,但流通量小。 嘉庆通宝共有 20 种形制,回部仅有阿克苏

局保留。 道光朝官方铸造的局私钱大量出现,道光通宝共有 16 种形制。 咸丰朝币制混乱,铜钱自小

平至当十、当百、当千等大钱,掺入铁、铅。 咸丰铜钱多达 150 种形制。 同治朝,放弃大钱,复铸小钱,
同治通宝共有 16 种形制。 光绪朝,继续铸造小钱,恢复当十大钱,铸局虽多,铸量却较少,且私铸钱泛

滥。 光绪通宝共 24 种,其中有机铸币四种。 宣统朝,仅留宝泉局,旧钱基本消失,铜元盛行。 宣统通

宝仅有宝泉局铸造的一种形制。⑤ 而当时并不存在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均质市场,各地铸造的铜钱只

能在该省或邻近地区流通。
其次,铜钱以“文”为标准单位,但乾隆中后期后,随着私铸和局私钱的大量出现,使用时往往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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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其本身单位,而采用秤量的方式。 私铸私销日益严重,说明铜钱自身信誉不断下降。 私钱是指民

间私铸之钱,样式仿照官铸制钱,质量低劣。 民间在使用时,官钱与私钱掺杂并用。 根据每百文中

掺杂私钱之多寡,又有“官钱” “卡钱” “典钱” “市钱”之别。 “官钱”主要用于纳税,不许掺杂私钱。
“卡钱”为关卡完纳厘税之用,含少数私钱。 “典钱”为典当质押业所用之钱,私钱极少。 “市钱”为

市面流通之钱,每串钱文中几无私钱称为“净钱” 。① 铜钱不按本身单位“文”流通,而采用秤量计

数,加上私钱盛行,均冲击着铜钱的法货地位及信用。
再次,铜钱一“文”之下无辅币,也限制其成为本位货币。 吉田雄虎认为,中国只有货币单位没有

货币本位,其理由是铜钱虽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其只是货币的最小单位,铜钱之下

没有辅币,也难以体现其主币的地位。② 且铜钱的币值过小,难以满足大宗贸易、国际收支的结算,具
有天然的“缺陷”。

复次,铜钱的计价和兑换随着白银价格波动,实际的物价单位,均以银为换算标准。 如“七折钱

若干两”,既表明白银单位“两”成为铜钱的计价单位,同时也说明以银来衡量物价。 岸本美绪认为,
七折钱惯例成立的过程,可以推测尽管市面上大量使用铜钱,但在民众的观念里,价格仍用银来

表示。③

最后,金属货币的本质是要按自身价值流通,自身价值是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铜钱的价值

包括铜料和钱币两个方面,开采部分的价值,在铜钱的价格中能够体现。 而铸造部分的价值,要看其

他货币是否让渡其中。 铜料或金属本身的价值浮动较大,但铸造部分的价值,无法在流通领域计算或

体现,故铜钱只能视作一种货币符号。 另一方面,铸钱利息是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铸钱

利息的产生,造成铜钱名义价格和实际价值的脱节。 铜钱名义价值高于币材的价值,就会出现私铸。
名义价值低于币材价值,则会引起私销。 而具有本位和辅币制的国家,一方面允许本位币自由铸造与

自由销毁,另一方面使辅币的名义价值高于实际价值,同时可通过国家力量防止私铸,而无须顾虑

私销。
第二,就白银而言,其在中国使用时间较长,明中后期以来,银币在东南沿海地区已有较高程度的

流通。④ 同时白银作为商品货币,可以自由铸造。 但银币也无法成为“银钱并行”体系下的本位货币,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银两有实银两、虚银两之别,虚银两承担重要的记账功能。 各地银锭(实银两)的式样、重
量有较大差异,不能直接互换,缺乏等质通用性。 市面流通的银锭多由民间的银炉、银楼铸造,而海

关、官银钱局等官方机构,也可自行铸造官银。 银锭铸成后,即送公估局鉴定,并批明重量和成色,但
公估局的批定只在当地有效,在外地则只能按实际含银量计算。 碎银的使用更加繁复,一次交易要把

各种不同成色的银锭折合计算,交易成本很高。⑤ 然而,即使在大宗交易中,商人一般不直接使用现

银,而是使用更加便携的庄票代替。 庄票具有可兑付性,其信用得到认可,被“视为现款”。⑥ 按照金

融学的经典释义,货币主要具有以下三种基本职能:(1) 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2) 支付手段

(Means
 

of
 

Payment);(3)交换中介(Media
 

of
 

Exchange)。⑦ 即货币能充当价值的储存手段、商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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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付媒介以及价值的衡量工具(计价单位)。 银币显然无法同时满足三个要素,因其“两”为重量单

位,并非计价单位。 黑田明伸认为,“白银适于作为资产保有,但是对地区外的流动性高。 铜钱可以

履行满足地区流动性的职能,但是不能成为作为资产保有的对象”。 实际上,银锭等实银承担了储存

手段,而银元、银角则充当了支付中介,记账单位则由虚银两承担。①

其二,结算及记账使用虚银两。 由于交易中使用的实银两会产生毁坏、磨损等情况,作为计价单

位多有不便。 所以在实际交收银两时,习惯以虚银两作为结算或记账单位。 虚银两包含三个元素:平
(重量)、色(成色)和兑(除数项),如上海九八规元(虚银两)即为兑 0. 98,而实银两只有平与色。 九

八规元是上海通行的计算银两,无论银行、钱庄以及商号,均以其为计算标准。② 清代的国库、关税、
漕粮收支单位主要有库平、关平、漕平和广平四种。 海关征收进出口税时使用“司马平”,以一两作为

关平两的标准单位,而各地缴纳的银锭成色、重量不一,因此海关征税时,依照当地实际所使用的银两

与关平银的折算标准进行兑换。 根据海关报告显示,1869 年后采用地方两计算,1875 年开始使用关

平银制度。③ 清代全国主要的 32 个城市均有各自的平码,甚至一省就有十余种或数十种,如湖南即

有库平、关平、长平、市平、湘平、醴平、益平、岳平等二十七种。 作为官平之一的库平,在收支上并不一

致,“藩库收入为四二平,粮库收入为四两平。 而支出平又各款不一,有四二平、四两平、三九平、三六

平、三三平诸色名目”。④ 而不同省份之间的汇兑更为繁琐,如晚清江苏省拨解甘肃协饷,至少需经过

几次兑换:江苏税单原按库平,缴税用当地银两计算;税款汇往上海时折成漕平,到上海后改用规

元;由上海汇往甘肃又折成漕平;甘肃收到后用当地银两入账;然后折成库平同江苏结账;此后又

折成本地银两存进钱庄;再折回库平同户部结账;实际开支时还得折回当地银两。⑤

其三,白银货币的使用并不是单向的越来越广,其与铜钱所占市场份额有此消彼长的趋势,这其

中既有“银贵钱贱”的因素,也与民间需求密切相关。 清初尤其是 17 世纪下半叶,白银流入的数量相

对于 16 世纪有明显的下降,而此前盛行白银的江南地区又恢复用钱,对铜钱的需求量远超其他地区。
黑田明伸考察 1750 年至 1775 年间江南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货币使用时,发现铜钱已取代白银成为

主要通货,原因在于作为帝制时期供应量第二大的乾隆通宝,能够满足日常交易的支付。⑥ 因此,
银钱复本位或银钱平行本位认为铜钱、银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相互之间无法替代的结论难以

成立。
其四,银币有银两、银元之别,长程贸易、国际收支及赋税缴纳用银两结算,国内日常交易则多使

用银元、银角。 清初以来,外国银元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广泛流通,晚清各省也纷纷设局铸造银元。
民初,外国银元、各省银元、光绪银元以及袁像银元混杂使用,即使宣统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
宣布以库平七钱二分银元为国币,并计划铸造五种形制的银元,但银元体系尚未统一,清廷即已覆亡。
民国三年(1914),《国币条例》仍规定以七钱二分银元为国币,但银锭、碎银、铜元、纸币等货币仍掺杂

使用。⑦ 而且,上述条例多为具文,当时流通领域中的银币,无论是银两、银元还是银角,均按重量、成
色流通,彼此之间并非主辅币关系,⑧银本位也难以成立。

黑田明伸曾指出,清代货币的使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用于零售交易的当地货币,一是用于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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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远距离贸易、纳税的支付手段。 而没有一种货币能够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 细碎的市场交易

需要标准化的价值尺度,民众更注重其作为价值尺度的便利性。 因此在细碎的交易市场,计枚核值的

铜钱,远比秤量的银币有效。 而跨地区的贸易则需价值稳定的货币,银币显然比铜钱更适合。① 形制

统一的银元相对于两种使用悠久的货币,自有其优势。 万志英也称,与宋代将铜钱作为主要纳税手

段,并强制规定铜钱的标准相反,清代的货币体系高度分割,铜钱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本地化特点,成
色、重量因地而异。 18 世纪后期,墨西哥银元大量进入后,铜钱开始失去在市场上的特殊地位。 与银

锭和铜钱相比,机制银元很快成为华南市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②

第三,清中叶以来在新式货币的冲击下,传统货币(银币、铜钱)与新式货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已

发生重要变化。 光绪年间,市场上的通货除了外国银元、本国银元外,还有各省铸造的铜元,以及外国

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发行的纸币,以致御史史履晋称:“自海通以来,墨西哥之鹰洋、西班牙之本洋、
新加坡之人洋流入中国……外国银行乘机发行钞票,中国商民以其信实便利,争乐用之。” ③纸币不仅

有各省官钱局或国家银行、省银行发行的银元券、小洋券、铜钱票,各商业银行发行的纸钞,同时还有

一些私票。④ 据罗斯基估计,1910 年末全国银行纸币发行额为 1. 14 亿元。⑤ 而据马士统计,仅各通

商口岸及周边地区发行的各类钞票就有 170 种之多。⑥ 晚清(1840—1911)之际,外国银元、中国自铸

银元分别占货币总数的 43. 4%、9. 6%,银币仅占 14%,铜钱为 15%。 此外,银两票、银元票、外国银行

发行的钞票等纸币,占到晚清货币总量的 12. 1%。⑦ 换言之,传统的银币和铜钱仅占货币总额的

29%,新式货币占到总数的 71%。
银两票、银元票、铜钱票、银行纸币等“信用货币”的出现,正是为了弥补硬通货数量的不足,同时

又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道光年间以来白银大量外流,作为通货的银

锭、银元逐渐缺乏,钱票在中国北方地区广泛使用,使铜钱进一步贬值。⑧ 黑田明伸指出,帝国晚期

货币流通的结构残缺以及货币需求的季节性差异,导致了地方市场对支付手段尤其是铜钱需求的

失调,而钱票等货币替代品正好可以弥补铜钱的不足。 由于地方与上层市场(国家赋税系统)并未

实现一体化,因此白银外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地方货币流通的自主权。⑨ 清代货币体系如下图 1
所示。

第四,既有观点忽略了在全国确立货币本位的技术难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要确立贵金属货币本

位,需要建立全社会各阶层认可的误差范围。 换言之,要在全国确立统一的技术标准,商民持有的银

币、铜币或其他货币需确立与法定货币本位的换算关系(具体表现为价格比率),在全国市场上形成

统一的交易比价。 但事实上,无论是铜钱还是银币的铸造,均难以统一技术标准,各省铸造的铜钱、银
元在成色、重量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银锭更是由民间银炉手工打造,难以划一。 而要建立全国统一

的货币标准则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和国家信誉,由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这在近代中国均难

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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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代的货币体系

资料来源:胡岳峰:《“银钱平行”与“银铜并行”:清前期货币制度的理念与实践(1644—1795)》。

综上,笔者认为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本位制,但随着 19 世纪上半叶英、法等国先后改定金

本位,其后美国、日本以及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印度、新加坡等地相继采用虚金本位( Gold-exchange
 

standard),“本位制”“金本位”的概念也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由此引发清廷关于确立“金本位”亦或

“银本位”的争论以及清季民初的货币制度改革,而此一时段的币制改革核心即要建立货币本位。
    

三、“本位制”的传入及建立“本位制”的舆论推动

随着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货币制度的确立和改革亦不免受到世界货币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

的影响。 18 世纪,世界各国多采用银本位,至 19 世纪先后改定金本位。 各国相继改定金本位后,黄
金成为国际贸易间的结算货币,价格日益高涨,此前作为国际通货的白银,逐渐丧失市场,价格跌

落。① 而此时中国对外贸易结算和偿付列强赔款,仍使用白银。
在欧美各国尤其是日本改定金本位后,本位制概念经过由日本学者的介绍传入中国。 尤其是在

日本改定金本位后,山崎觉次郎介绍当时日本的货币制度为“金货不流通之金本位”,即金本位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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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求金币流通。① 同一年,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日本学者古城贞吉发文探讨银本位和金本位

的差异,并建议中国实行金本位:“中国自前数年以来,募公债于西洋,以关税为质,故银价贱落之甚。
清还本利时,蒙损非浅。 然则将来或变银币本位制,而就金币本位制,亦未可知焉。 即未能骤行金本

位制于中国,而于抽关税则势必采用金本位制也。” ②随后,金井延从学理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他将本

位制度分为“单纯”和“复杂”两类,“单纯”者即为单本位,如金本位、银本位;“复杂”者即复本位,如
银钱复本位,“今日货币本位之问题,实金本位与金银复本位制,或曰金银两本位制之问题而已。 世

之论者,尝谓世界大势,虽已趋于金本位制。 而实际尚为未决之一大问题。 就学理言之,以反对金本

位制者为占优势。 然其实行之手段方法宜如何,而后可则各国之利害相异,不能遽决也”。③ 金井延

解释了单本位和复本位的差异,指出当今货币本位的发展趋势是采用金本位,但如何实现,则视各国

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日本学界的讨论和译介,《东方杂志》刊文评论:“吾国币制庞杂,今昔相袭,大都

用银而辅之以铜。 初无所谓本位,自日本金井延氏、山崎觉氏等盛言中国币制本位之酌定,而学者纷

纷聚讼,视为吾国财政上之绝大问题。” ④可见,“本位制”概念的传入以及日本学者对此展开的讨论,
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本位问题的关注。

与此同时,香港及外国在华报纸亦开始探讨中国应否改定金本位。 《香港日报》原主张银本位,
见近时银币不利,因此倡行金本位。 其时世界各国多行金币本位制,中国欲维银币本位制,但大势如

此,恐招致大损。 中国自前数年以来募金币公债于西洋,以关税为抵押,银价剧烈下跌,中国清偿本利

时亦蒙损失。 因此中国应改银本位为金本位,即使不能骤行金本位,也应将抽关税则采用金本位

制。⑤ 《选报》从香港《中国日报》上选录了关于货币本位,尤其是中国应否改定金本位的一些文章,
这些文章大多倾向改定金本位。⑥ 《字林西报》也积极讨论中国如何确立金本位,有文章认为,中国改

订金本位必须妥善处理金币与鹰洋、银两的关系,因为后二者为中国市场的价值标准。⑦ 或是建议中

国建立金本位须先设立中央银行,通过中央银行收回银币,发行统一的国家货币。 外商对于中国的货

币本位改革也尤为关注,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月举行的外商商会年会上,与会者多认为中国改

变本位的第一步是先采用统一的铸币,理想的是采用金本位。⑧ 日本兴业银行经理仓田( Soyeda)在

经济学会发表演讲时亦指出,中国应采用金本位,为此提出了近二十条设计方案。 外国商会和日本银

行界也认为中国应采用金本位。
日本学者和外国报刊对金本位的介绍及对中国币制改革的建议,引发了中国各界第一次围绕货

币本位展开的激烈争论。 郑观应认为,世界各国多数用金,仅有中国、印度、墨西哥少数几国用银,故
银价日贱,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因此需早日改定金本位。⑨ 康有为论及金价日涨给中国带来严重后

果:“今万国尽改(金本位),只余吾中国未改,后此万国同来挤迫,又适银产之多而价落,则金价骤涨

至五十余换……昔之十万万者,至是溢至十五六万万矣。 竭一国之岁入,乃仅供纳息之数,则国不求

亡而自亡。” �I0因此他在《金主币救国议》中,除了梳理金本位制理论根源,还提出了实现金本位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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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贞吉:《香港有行金币本位制议》,《时务报》1897 年第 45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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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步骤。① 梁启超则认为,虚金本位适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有百利而无一害”,②“必以求得与金

本位国有同一之法定平价为第一义”。③

国内报刊亦对如何改定本位制展开探讨。 《申报》刊文讨论铸造金币,认为“金币一兴,商务自不

难与外洋为敌”,④不过该文声称当前最亟宜整顿的是银币,其次是铜钱,然后才是铸造金币。⑤ 随后

也有文章称,金币外流是中国“贫弱之源”。⑥ 至光绪二十八年,《申报》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应立即铸

造金币,以与西方各国抗衡并挽回利权。⑦ 这与四年前应先整顿银币的看法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此后舆论呼吁中国改行金币的建议层出不穷。⑧ 《申报》等报刊上亦有文章建议中国为通货、贸易考

虑,应及早改定金本位。⑨ 康有为在《金主币救国议》中提出,“夫母权子而行,即日本译之单本位,独
以金为本位,而以银、铜、锡为助币也。 子权母而行,即日本所译之复本位,金、银并为主币也。 英金镑

为主币,重而母也,银币诗令,铜币编尼,轻而子也,为助币……又金银币同行无限作轻而行之者也,然
仍以金为主币,亦不废重也。 故英者母权子而行,单本位也。 美法昔者,金银并行,子权母而行,复本

位也”。�I0 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关于“本位制”的讨论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并影响到政府改革币制

的决心。
除了舆论的呼吁,各省滥铸铜元导致货币紊乱的现实,也成为清廷酝酿本位改革的重要因素。

英、德、美、日等国改定金本位后,国际银价大跌,铜价上涨,各省眼见铸造铜元利润丰厚,于是相继铸

造铜元,但因缺乏科学规划,铜元质量低劣,各省滥铸又造成铜元贬值加剧。 至光绪三十一年,江苏、
湖北、直隶等 12 个省份先后设置了 846 个造币厂。�I1 各省铜元局每日铸造的铜元数量多在 30 万枚

到 100 万枚之间,江宁、湖北两省每日铸造的数量甚至达 400 万枚。�I2 而各省起初铸造铜元,原为代

替铜钱之用。 而铜钱与银两、银元关系,原无法定交换之值,视银铜两者相剂关系而定,因此铜元与银

两、银元兑换亦视其相剂关系而定。 铜元非辅币,且铜元含铜量与制钱十文含铜量亦不相等,铜元与

制钱之间又以重量成色之不同而生市价。 故银币、铜元、铜钱为三种独立且不互相系属的货币。�I3 杨

端六认为,货币本位问题在甲午战前不曾有人提出,甲午战后方引发讨论,原因在于:一是世界金银比

价变动中银价急剧下落;二是对日赔款转变为巨额金币外债,导致中国财政危机加剧;三是列强瓜分

中国的野心膨胀,清政府意图通过币制改革挽救危机。�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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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清民初关于金 / 银本位的改革实践

面对各省滥铸银元、铜元以及赔款时遭受巨额“镑亏”的情况,加之目睹欧美、日本改定金本位后

国力渐增的状况,清廷意识到改革货币本位迫在眉睫。 而此时中国各界均认识到急需改革“银钱并

行”的货币体系,而应采用单本位。 但究竟采用金本位还是银本位,朝野却有不同的意见。 太常寺少

卿盛宣怀奏称:“外国多采金货本位,然欲仿效,必先准备,当从银行划一着手。 我国从未采用重量之

制,故银行亦当以银两为本位。” ①盛宣怀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改定金本位的条件,应先实现银本位。 户

部郎中陈炽则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受制于外人,在于中国行用银币而列强使用金币,中
国深受“镑亏”之苦,因此中国“欲收利权,欲兴商务,非自铸金钱不可。 金钱之轻重,非仿用金镑不可”。②

同持金本位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奏请铸造金币,理由

是“镑价日涨,中国征收所入,使费所出,无不加倍吃亏”,并称“金币铸成,可照英国发行纸币。 金币

存储国库、省库,视存钱之多寡,则钞票辗转流通”。③ 杨宜治的看法颇具前瞻性,他建议在铸造金币

的基础上,进一步以黄金为储备,实现纸币汇兑本位。 但清廷以铸造金币权恐操外人之手,为防止列

强暗算为由,不同意杨宜治所请。④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户部主事彭穀孙奏称镑价日昂,银
价跌落,应铸金币以使“国家不受亏折,小民庶免怨咨”。⑤

庚子事变后,各国要求中国用金镑偿付巨额赔款。 而银价下跌,中国的财政负担越重,需要设法

稳定本国货币的对外汇率。 因此“镑亏”问题在庚子赔款中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引发各界第二次围绕

货币本位的激烈讨论,改定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讨论更为炽热。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两广总督陶模

因金价日昂,银价跌落,中外贸易深受其亏,拟饬钱局铸造金币,亦未得允准。⑥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
驻俄公使胡惟德奏请采用金本位,他认为“一国之中,必有一定之国币;兼用金银铜三品,必有一定之

比例。 凡成色、形式、价值,必须全国一律”。⑦ 清廷要求户部、财政处会商,但两个部门未置可否。 光

绪三十年十二月,驻英公使汪大燮称用金之国日多,金价日昂,故用银之国必改用金。 而改行金币,对
于复兴要政,库储支绌,均有利无弊。⑧

面对改革币制的争议,清政府并无确切主意,因此询问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意见。 赫

德向清廷建议改订“虚金本位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货币种类繁多,式样不一,且多种外币同时流

通,杂乱繁复。 二是各国多已改为金本位,仅中国沿用银本位,银价日跌,中国不堪赔累。 因此赫德认

为应首先统一银币,确定新定银币与金价的固定比例,也就是使新币成为名目货币。 如此银币价格不

受国际银价影响,而与金币价值保持固定比价。⑨ 虽然赫德的意见并未被清廷采纳,但改行虚金本位

制却成为此后改革币制的主流意见。
与此同时,中国就币改问题寻求美国帮助,美国政府认为,“中国采用稳定的汇兑来代替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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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银本位,美国及其他出口和制造业国家,无疑会获得极大利益”。 美国积极回应中国的求助,并
委派精琪(Jeremiah

 

W.
 

Jenks)入华帮助中国币改。 精琪提出的币改方案是要建立金汇兑本位制,以
国内具有法定金价的银币作为通货,将黄金储存国外充当准备金,金币并不在国内广泛流通。 “精琪

方案”提出中国改革币制应分为两步,首先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将全国银币、铜币、镍币整齐划

一,中国自铸银币,通行全国。 银币大小约照墨西哥银元,按照 32 ∶ 1 的比率确立金币与银币的价格。
其次定一单位货币(a

 

standard
 

unit
 

of
 

value)为价值主体和本位标准,额定以一两为金价单位。 以此金

币作为货币本位标准,规定银、铜、镍币与金币的固定比价。 清廷官员和民众认为由外国人主持中国

币改将损害中国的金融主权,因此集体抵制“精琪方案”,金汇兑本位制最终未能实现。
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主张采用银本位,待时机成熟再考虑金本位。 张之洞反对金本位在于中国黄

金储备有限,无金可铸。 反对虚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在于金银比价无法强制限定,精琪提出 32 ∶ 1
的固定比价在现实经济中也难以维持。 且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银价下跌以及给中

国带来的对外贸易及偿付赔款、外债的财政损失。 清廷接受了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意见,认为改定

金本位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最重要的是中国缺乏充分的黄金储备来满足铸造金币的需求。 英国改

用金本位是由于其拥有众多的海外殖民地,黄金源源不断输入英国,为其提供了充足的储备和供给。
德国改定金本位,则是依靠普法战争后法国 50 亿法郎的赔款。 而日本改定金本位则是凭藉甲午战后

中国的巨额赔款。 中国受制于孱弱国力,无力改定金本位。
其后,部分官员在讨论货币本位时,开始注意到本位和辅币之间的关系。 光绪三十二年,财政处提

调江苏候补道刘世珩奏称,“金银铜三等完全之国币,效日、美、德、法等国双本位并纸币代表金位之制,
以值时价库平银一两之金质为金单数之本位,除国家所有铸成金币储之府库而以纸币发行民间代表金

本位外,凡五钱银币两枚亦兼为代表金本位,作起数单位之用,凡偿付之数亦不设以限制。 其余自五钱

以下银铜各货为本位币之补助品”。① 然而,清政府对于本位制中的主币和辅币,直到 1907 年方知其意

义。 该年七月,度支部奏呈新铸通用银币时称,“今铸造银币,拟定每元用九成化净纯银六钱四分八厘,
配合净铜七分二厘,其重量适合七钱二分。 其次补助银币三种:一、重库平三钱六分,拟用八成五化净纯

银三钱零六厘。 一、重库平一钱四分四厘,拟用八成二化净纯银一钱一分八厘。 一、重库平七分二厘,拟
用八成二化净纯银五分九厘”。② 候补侍郎林绍年也称,“官民商贾银钱出入至为不一,忽议改制,诚为

最难之事。 然有制总胜于无制,迟改不如早改,用两用元,足色减色,议论纷纷。 以七钱为一元正币,减
色辅币递减最宜乎。 币必有制者,所以存主权,便民用也。 唯无定准,权乃不存。 东西各国均有本位主

币,其余辅币行使均有限制。 所以价目永无涨跌,不止其民便之,即对外人亦莫不便”。③

经过长达十余年的讨论,建立货币本位终于走向实践。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一日,会议政务处、
资政院奏称:“窃惟今日五洲大通,币制尤关紧要。 论世界之趋势,则应用金本位。 论中国之现形,则
应用银本位。 而论币制进化之理,则由用铜而进于用金,其中必历一用银之阶级,是中国今日之必当

先用银本位者。” ④同日,皇帝同意会议政务处、资政院所请,决定采用银本位。 上谕指出,“币制为财

政大纲。 各国以金币为主,以银铜各元为辅,规制精密,流通便利……中国财政紊淆,币制亟宜厘定。
欲以实金为本位,则钜本难筹。 若定虚金为本位,则危险可虑”。 稳妥之法在于将银币整齐划一,采
用银本位,俟时机成熟再改定金本位。⑤ 1909 年,清廷设置度支部币制调查局,专门负责币制改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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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但该局在咨询各督抚、驻使及商会的币改意见时,遭到舆论的批评。 如汤睿认为,币制调查局的

调查研究问题存在重要缺陷,一是既称币制问题,而对于币制中最重要事项,即货币系统组织及货币

本位选定,概不问及,仅问铜元,可谓本末倒置。 二是既论铜元,却不知铜元为辅币,似不解辅币性

质。① 换言之,币制调查局对于货币本位的核心体系不甚了解,其更关心的是解决铜元问题。 虽然清

廷计划采用银本位,并为此颁布了《币制则例》,但诸多政策尚未施行,政权即已覆灭。
民国鼎革,政府仍计划实行金本位。 民国元年,荷兰经济学家卫斯林( Gererd

 

Vissering)在《中国

币制改革刍议》中提出中国要改良币制,首先须要求各省将名目货币一律按照额面价值使用,禁止劣

币在国内流通。 其次确立货币本位,卫氏认为中国最初应采用金汇兑本位与银本位双重本位制,将来

再改定单一的金汇兑本位。 鉴于中国货币混乱,各地情形不一,币改又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订

定金单位,作为当前新银本位,将来推行金本位的基础。 设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纸币价格按新金单

位计算。 在国内外存储准备金,维持金币信用。 推行新定金单位为簿记及汇兑单位之用。 二是发行

银、铜、镍币为辅币,确定辅币的重量、成色。 存储准备金,以备辅币兑换。 三是逐步收回流通中的银

元、纹银、铜钱和铜元,以新币取代旧币。② 此时,民国政府对于改定金汇兑本位并无把握,因此并未

采信卫斯林的意见。 同年,财政总长陈锦涛向大总统呈递《条陈整顿币制本位计划并检呈币制纲要

六条》,第一条写到“中华民国币制用汇兑本位制”,此处的汇兑本位,即虚金本位制。③ 此后,财政部

币制委员会发布了币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主张尽早实施虚金本位,“至金汇兑本位之主要问题,则以

轻值银币代表金单位,似比银行兑换券较易实行。 金准备之数目,须足以应付汇兑并偿还外债及国际

清算之负差,方为稳固而无意外之虞”。④ 但财政部的这一建议并未得到民国政府采纳。 民国二年九

月,熊希龄组阁后,认为金本位虽为世界趋势,但当前条件下难以实现,希望继续沿用银本位。⑤

民国三年二月八日,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国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属于政府,以库平纯

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正式确立银本位。 条例解释“用银本位之理”时,指出金银

复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并不适合中国。 对于金银复本位,欧美各国“屡试屡挫,鉴彼前车,毋庸

置议”,金本位的好处众所周知,但中国“现蓄之金实不足供全国币材之用”,金汇兑制“即曰借一大宗

外债,存放外国市场,以致平准。 然偏毗于甲国,即对于乙丙等国,失其权衡,利未形而弊先现”。⑥ 因

此只有银本位适合当前中国。 北京政府随后大量铸造袁世凯银元,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

种形制。 然而,此时无论是银两、银元还是银角,各自按重量、成色流通,其他货币如纸币等仍在沿用,
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主辅币关系。

至民国六年,段祺瑞内阁任命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进行新的币制改革。 梁启超认为:“当时金

价大跌,确是整理外债及改换金本位的好机……中国既加入参战,德、奥二国赔款立即取消,对于其他

各国赔款均展限五年。” ⑦为此梁启超迅速制定了币改方案,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划一银币,二
是整理纸币,三是发行金券,作为采用金汇兑本位的基础。⑧ 虽然梁启超为此筹划多时,却因借款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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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等原因,建立金汇兑本位的方案最终流产。① 民国八年十一月张作霖也倡议采用金本位,但均

因各种因素而未能实现。
到了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聘请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来华帮助中国完成币改。 甘末尔

提出中国应改行金汇兑本位制,但不主张铸造金币,只以金量来确定货币单位价值。 同时制定采行金

本位法案,先是关税改征金单位,发行关金券,使关税担保之外债及赔款不致产生镑亏。 而后统一银

币,确定主辅币的兑换比例,以逐步确立金汇兑本位。② 但财政部以国内外局势动荡,财政窘迫为由,
未予采用。 加之银价大加,甘氏原拟方案多不适用,暂行银本位,短期于对外贸易反而有利等因素,导
致币改计划搁置。

1933 年,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

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得再使用银两,原持有银两者,或交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元,或送交中央、中国、
交通三大银行兑换银元。③ “废两改元”推行后,“银钱并行”体系下的银两最终被废弃,其中最重要

的是废除了虚银两作为结算及记账货币的使用,使得银元能够同时满足货币的三种职能。 因此,“废

两改元”的实施,才真正确立了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银本位。
另一方面,受英、美、日等国改定金本位影响,中国自晚清起即酝酿改定金本位 / 金汇兑本位,赫

德、精琪以及日本大藏省均有此建议,但中国始终未能改定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原因在于中国自身

黄金储备有限,需要购置大量黄金作为储备金。 二是晚清民初当局唯恐改定金本位 / 金汇兑本位受制

于人。 同时金本位 / 金汇兑本位遭到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极力反对。 他们声称欧美诸国虽多采用金

本位,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金本位的条件,黄金储备不足,应先实现银本位。④ 张之洞等官员反对金

本位,除了民族主义、黄金储备不足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地方造币厂铸造银元、铜元可带

来巨额利润。⑤

撇开地方官员的“获利”考虑,采用银本位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

战后,英、美、日等国的金本位动摇,流动性的危机蔓延,而中国由于采用银本位,躲过了此次危机。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与“一战”时的金融危机如出一辙,采用银本位的中国,几乎避免了经济大萧

条所带来的负面作用。⑥ 一战期间,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纸币停止兑换黄金,使得金本位难以维持。
因而有学者认为,金本位制使国际金融体系变得脆弱,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通过金本位的传递机制,
也影响到采用金本位的其他各国。⑦ 各国“金本位”的动摇和经济崩溃,也使得中国在酝酿改定“金

本位”时顾虑重重。 而近代中国之所以要建立本位制度,最核心的是要解决金银比价失衡、银价下跌

以及由此给中国在国际支付中造成的利益损失。

五、重新认识货币本位的理论意义

15 世纪末,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国家进行了“本位方案”的尝试。 本位制的基本理念是以“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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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为计价单位”,而“辅币价值则用大额硬币来表示”。 核心要义在于建立主辅币体系,实现基准货

币的价值稳定和名目小额货币对市场需求的灵活应对,进而形成全国统一的货币体制。
近代中国“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很容易让人将其与复本位制或平行本位联系起来。 但通过横

向比较即可发现,世界各国也甚少实行复本位制。 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斯蒂芬·S. 戈卢布

(Stephen
 

S.
 

Golub)在讨论美国的货币体系时曾指出,许多国家曾同时铸有银币和金币,但许多时候,
这种复本位制会迅速退化成金本位制或银本位制。 原因在于一旦铸造时的金属价格偏离它们在其他

国家或商业中的价值并足以抵消套利成本,此时格雷欣法则就会凸显,价值被低估的金属(良币)将

会受到另一种价值被高估的金属(劣币)的驱逐,从而退出货币流通领域。 换言之,即使复本位制能

够存在,但是由于两种金属价格的偏离,后期往往演变成单一本位。 以美国为例,“1834—1873 年间

的美国,名义上虽然实行复本位制,但实际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除了绿钞时期),原因在于当时确定

的铸币比例高估了黄金,白银的市场价格高于 1. 29 美元的定价,造成无人铸造银币”。① 直到 1873
年,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国会“铸造货币因而调节货币价值,以及外国铸币价值”的权力,同时规定“除

了作为法定货币支付债务的金币与银币之外”,禁止各州铸造任何货币,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美国的

金银复本位制。② 但金银复本位制实施不久后,又不得不改定金本位制。 从学理上看,贵金属充当货

币,不足值的货币大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会按照币值接受货币,这样流通领域的足值货币越来越少,
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如此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货币就会失去信誉,市场转而按照货币实际

的金属含量来接受货币。
杨端六认为,“铸币成本的核算和铸币余利的取得,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由竞争时代,是以本位制

度的建立为基础的。 那种本位制度是采取本位币和辅币的一定的法定比价,而对本位币采取额面价

值与实在价值完全相等的自由铸币政策,对辅币则采取额面价值高于实在价值的限制铸币政策,所以

本位币的额面价值完全照其中所含金属的成本计算,而辅币铸造则一般含有若干余利”。 但他认为

此种货币制度在清代中国并不存在,当时的银两不是本位币,铜钱也不是辅币。③ 比如 1918 年 8 月,
民国政府财政部颁布的《币制节略》称,“中国向用一文铜钱,无所谓本位单位问题。 单位为钱,本位

则铜也。 自通商以后,外国银元渐次流入,粤省乃仿造七钱二分之银元,然银铜币各随市价上下,初无

所谓法偿,不定银或铜为本位”。
进而言之,作为外生性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成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极为重要的一环。④ 白银

货币的广泛流通,很容易与哈耶克强调的“货币非国家化”联系起来,哈耶克主张以市场竞争打破国

家垄断货币的机制,强调引入竞争性货币和私人货币的重要性。⑤ 彭凯翔认为,传统中国的币制是互

为权用的多元体系,以兑换行市为转圜之枢机,有别于现代“国家主义”货币理论中的各种本位制度。
标准复本位下“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因此多失其效,“良币” (坚挺货币)驱逐劣币(贬值货

币)更加常见。 这固然是因为传统币制难以摆脱金属称量的范畴,也体现了行市的组织、票据的分散

发行等民间机制的作用。 其积极性可以抑制货币供应方收取通胀税的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其克制滥

发货币的冲动,有助于经济稳定。 消极性在于在白银外流等货币供应紧缩时期,会加深宏观经济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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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J. 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第 343 页。
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55—56 页。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 43 页。
习永凯称,“中国近代白银货币显著的外部供给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白银的生产主要在美洲,并受英美
资本控制;二是世界白银定价权掌握在伦敦、纽约经纪商手中;三是中国的白银输出入由外商或外国银行控制。
因此对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国际贸易平衡、汇率等问题的分析,不能套用建立在国际金本位制、信用货币下固定
汇率或浮动汇率等制度下的经济理论”。 习永凯:《近代中国白银购买力的变动及影响:1800—1935》,河北师范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姚中秋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



的冲击。①

本位制的实质,是通过国家与民众相对立而实现货币的价值,其重量由市场价格来决定。 将理想

的货币作为一种含金(银)量充足的货币来铸造,公布其重量和纯度,这种货币成为国家货币制度的

本位。 在金 / 银本位制下,一种由市场价格和金属含量的重量确定其面值的实体货币,是唯一有效的

记账货币。 比如金本位制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本位货币黄金铸币的自由铸造和自由进出口。 第二,
纸币发行的黄金准备和自由兑现。 第三,作为转账支票的存款货币,可以自由地转换为纸币,进而与

黄金兑现。 第四,设定明确的主辅币关系。 本质上,金本位的制度安排可以完全实现市场化,不需要

政府推行。②

揆诸近代中国货币流通的史实可以发现,由官方铸造的铜钱、地方政府铸造的银元、铜元与民间

提供的银锭、外国银行(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纸币、地方钱庄、票号发行的银票等多种货币相互

竞争、共同使用。 就市场而言,可以从中选择“最优货币”,但就政府而言,国家无法通过垄断货币发

行权控制通货,也就很难进一步掌握金融和经济的主动权。 因而,清政府以及民国政府迫切希望改变

这一状况,但受制于国力和国家信用,以及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银行承担垄断货币发行权的职责,最终

仍是维持多种货币以及各地区通货“各自为政”的局面。
实际上,笔者认为货币本位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同时又可分为三个层次。 两个方面的含义是

指,时人所称“本位”代表的是国家的法定铸币,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的计价体系。 而现代金融意义

下的本位,是基于技术构架下的计价体系和货币边界制度。 货币本位实际与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连,
背后有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同时是经济、政治制度在货币方面的呈现。③

三个层次大致可分为“传统意义上的本位” “早期近代本位”及“现代本位”。 第一个层次“传统

意义上的本位”主要是基于国家的铸币制度,代表的是政府确定的计价尺度,比如张之洞、王清穆等

人皆认为清代为“铜钱本位”。 张之洞曾指出:“(中国)民贫物贱,工役获利微,四民食用俭,故日用率

以钱计……其沿海沿江通商大埠,尚参用生银银圆,而内地土货,无论巨细,买卖皆用铜钱计算;虽大

宗贸易间用生银折算,然总以钱为本位。” ④第二个层次为“早期近代本位”,实际上其为“传统意义上

的本位”向“现代货币本位”的演进和过渡,特征是金属本身的载体作为媒介,背后附加了国家信用,
需要确立货币边界。 但是由于国家信用的薄弱和中央银行制度的缺乏,只能依托对金属货币的铸造

和计价体系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 而金属币材又受市场供需的影响,波动较大,因而其价值的固定难

度也很大。 第三个层次为“现代本位”,也就是金本位在各国的确立,黄金不再流通,只是作为发行纸

币的储备金。 其确立的标志应是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中央银行制度、国家信用体系和市场经济体

制。 在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继瓦解后,各国均采用不兑换货币制度。 如英镑、美元在经历了金

属货币的“本位成长”后,得到了现代银行制度的关键性支持,完成了由“外生货币”向“内生货币”的

转换。 伴随着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以及现代银行体系的跨国经营,英镑、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世界

货币”。 而人民币缺乏长期国际贸易使用和货币本位由低到高的演进过程,这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

程显然有着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张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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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彭凯翔:《从交易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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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duction,
 

manufacture,
 

trade
 

and
 

research
 

in
 

tea
 

industry,
 

not
 

often
 

seen
 

even
 

in
 

the
 

whole
 

field
 

of
 

agriculture.
 

Dur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dissolution,
 

it
 

not
 

only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organizing
 

production
 

following
 

mandatory
 

plan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undertook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such
 

as
 

organizing
 

relief
 

for
 

tea
 

farmers
 

as
 

designed
 

in
 

the
 

Fujian
 

Tea
 

Revival
 

Plan.
 

By
 

analyzing
 

this
 

case,
 

we
 

can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o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ate-owned
 

tea
 

facto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wartime-controlled
 

economy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n
 

re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
 

Study
 

of
 

the
 

Cosmology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Wuji
 

and
 

the
 

Direction
 

of
 

Chu
 

Silk
 

Books
Jia

 

Lianxiang
　 　 The

 

concepts
 

of
 

“ heaven”,
 

“ Earth”,
 

“ four-huang”,
 

“ four-yin”,
 

“ four-dou ”
 

and
 

“ four-wei ”
 

appeared
 

many
 

times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Wuji.
 

They
 

had
 

both
 

the
 

attribute
 

of
 

orientation
 

and
 

the
 

attribute
 

of
 

divine
 

name,
 

which
 

was
 

the
 

key
 

to
 

explore
 

the
 

cosmology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the
 

Wuji,
 

we
 

can
 

infer
 

that,
 

“ heaven”,
 

“ Earth”
 

and
 

“ four-huang”
 

are
 

collectively
 

called
 

“ Liuh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as
 

a
 

hexahedron,
 

representing
 

the
 

overall
 

space
 

of
 

the
 

universe;
 

“ four-yin”
 

refers
 

to
 

the
 

four
 

directions
 

of
 

the
 

sky,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eaning
 

of
 

“four
 

Zhong”
 

in
 

literature;
 

“four-dou”
 

can
 

be
 

read
 

as
 

“Si
 

Zhu”
 

or
 

“Si
 

Shu”,
 

which
 

is
 

a
 

pillar
 

supporting
 

the
 

sky,
 

located
 

at
 

the
 

four
 

corners,
 

which
 

should
 

be
 

the
 

four
 

trees
 

in
 

the
 

Chu
 

silk
 

book;
 

“ four-wei”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Wuji,
 

a
 

“celestial
 

discipline
 

map”
 

can
 

be
 

restored,
 

and
 

this
 

picture
 

has
 

the
 

orientation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st-emperor”
 

perspective,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irection
 

of
 

Pre-Qin
 

schemata
 

such
 

as
 

Chu
 

silk
 

books,
 

Shifa
 

and
 

so
 

on.

Li
 

Z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Discrimina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Li
 

Jingyan
 

　 　 Li
 

Zhi
 

made
 

a
 

brand-new
 

explanation
 

of
 

“ benefit”
 

and
 

“ righteousness”,
 

thinking
 

that
 

“ benefit”
 

referred
 

to
 

people's
 

reasonabl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and
 

“righteousness”
 

was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their
 

needs
 

of
 

“benefit” .
 

He
 

also
 

discussed
 

the
 

natural
 

nature
 

and
 

internal
 

correlation
 

of
 

“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from
 

the
 

root
 

of
 

“ heart”,
 

and
 

proved
 

that
 

“ righteousness”
 

and
 

“ benefit”
 

had
 

the
 

same
 

homology
 

in
 

the
 

heart.
 

At
 

the
 

same
 

time,
 

his
 

theory
 

of
 

the
 

era
 

that
 

“ righteousness
 

is
 

in
 

benefit”
 

further
 

affirmed
 

the
 

rationality,
 

foundation
 

and
 

necessity
 

of
 

“benefit”,
 

thus
 

completely
 

negating
 

the
 

Neo-Confucian
 

thought
 

of
 

“ preserving
 

justice
 

and
 

eliminating
 

human
 

desires”,
 

which
 

imprisoned
 

people's
 

reasonable
 

desir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eople's
 

individual
 

reasonable
 

needs,
 

taking
 

“righteousness”
 

as
 

the
 

value
 

judgment
 

standard
 

of
 

whether
 

the
 

individual
 

reasonable
 

needs
 

are
 

met
 

or
 

not,
 

rather
 

than
 

the
 

basis
 

of
 

moral
 

kidnapping
 

of
 

people's
 

behavior,
 

which
 

contributed
 

an
 

important
 

opinion
 

t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Research
 

Issues
 

and
 

Essence
 

of
 

the
 

Monetary
 

Standard
 

System
 

in
 

Modern
 

China Xiong
 

Changkun
　 　 Copper

 

coin
 

was
 

the
 

legal
 

currency
 

mi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while
 

silver
 

coi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ax
 

payment
 

and
 

trade
 

settlement
 

of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se
 

two
 

factors,
 

the
 

academic
 

world
 

holds
 

that
 

a
 

bimetallic
 

standard
 

based
 

on
 

silver
 

and
 

copper
 

was
 

used
 

in
 

modern
 

China.
 

In
 

fact,
 

within
 

the
 

system
 

of
 

parallel
 

use
 

of
 

silver
 

and
 

copper
 

coins,
 

it's
 

difficult
 

for
 

both
 

copp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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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
 

coin
 

to
 

become
 

the
 

standard
 

coin
 

in
 

either
 

institutional
 

or
 

technical
 

terms.
 

Copper
 

coin
 

was
 

the
 

sole
 

legal
 

currency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its
 

circulation
 

is
 

not
 

based
 

on
 

its
 

own
 

value.
 

Copper
 

coins
 

of
 

different
 

dynasties
 

vary
 

quite
 

a
 

lot
 

in
 

their
 

shapes
 

and
 

sizes.
 

Besides,
 

silver
 

coins
 

included
 

both
 

silver
 

ingots
 

and
 

silver
 

dollars.
 

Silver
 

ingot
 

served
 

as
 

the
 

settlement
 

currency
 

in
 

long-term
 

trade
 

and
 

tax
 

payment,
 

while
 

silver
 

dollar
 

in
 

the
 

domestic
 

daily
 

trade.
 

Since
 

the
 

UK,
 

America,
 

Japan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successively
 

turned
 

to
 

the
 

gold
 

standard,
 

the
 

concept
 

of
 

“standard
 

system”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aroused
 

great
 

discussion.
 

In
 

order
 

to
 

monopolize
 

the
 

right
 

to
 

issue
 

currency,
 

counterfeit
 

the
 

enormous
 

exchange
 

losse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
 

made
 

by
 

big
 

powers
 

to
 

reform
 

the
 

currency
 

system,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ater,
 

the
 

Beijing
 

government,
 

made
 

the
 

practice
 

of
 

establishing
 

the
 

currency
 

standard.
 

The
 

UK,
 

America,
 

Japan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all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gold
 

standard.
 

Howev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ly
 

unified
 

currency
 

standard
 

system
 

ended
 

in
 

failure
 

due
 

to
 

weak
 

national
 

power
 

and
 

limited
 

national
 

credit
 

of
 

China
 

at
 

the
 

time.

From
 

“Silver
 

Is
 

Expensive
 

and
 

Copper
 

Money
 

Is
 

Cheap”
 

to
 

“Silver
 

and
 

Copper
 

Are
 

Cheap”: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lationary
 

Lay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an

 

Niu,Yuan
 

Weipeng
　 　 Late

 

Qing
 

China
 

was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times,
 

and
 

inflation
 

was
 

also
 

characterized
 

by
 

transitional
 

patterns.
 

The
 

diversified
 

sources
 

of
 

minting
 

materials
 

and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
 

control
 

over
 

issuance
 

power
 

caused
 

differences
 

in
 

purchasing
 

power
 

changes
 

between
 

coins,
 

constituting
 

inflationary
 

hierarchy.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
 

coins
 

of
 

the
 

Xianfeng
 

Dynasty
 

and
 

the
 

same
 

direction
 

of
 

stagnation
 

during
 

the
 

New
 

Deal
 

period
 

form
 

their
 

respective
 

representations.
 

Under
 

the
 

cover
 

of
 

the
 

apparent
 

difference
 

was
 

the
 

dependence
 

of
 

monetary
 

policy
 

on
 

finance
 

and
 

the
 

dominance
 

of
 

traditional
 

monetary
 

thinking.
 

The
 

hierarchical
 

nature
 

of
 

inf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vealed
 

the
 

dispersion
 

and
 

extent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fiscal
 

power,
 

reflecting
 

the
 

changes
 

in
 

price
 

levels
 

while
 

profoundly
 

expos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lack
 

of
 

control
 

over
 

the
 

issuing
 

power.
 

Hierarchy
 

wa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of
 

the
 

outward
 

shift
 

of
 

monetary
 

power
 

and
 

the
 

difference
 

in
 

the
 

Qing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different
 

currencies.
 

It
 

exposed
 

the
 

danger
 

of
 

the
 

dispersion
 

of
 

central
 

power
 

and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traditional
 

monetary
 

system
 

and
 

ideology
 

through
 

the
 

stage
 

of
 

inflation.

Difficult
 

Return:
 

The
 

Predicament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Zhiqi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Zhao
 

Shidi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ctively
 

manufactured
 

coins,
 

it
 

was
 

still
 

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money
 

circulation.
 

From
 

the
 

actual
 

circulation
 

of
 

the
 

Shunzhi
 

period
 

to
 

the
 

early
 

period
 

of
 

Kangxi,
 

private
 

money
 

was
 

rampant,
 

official
 

money
 

was
 

inferior,
 

people
 

lost
 

confidence
 

in
 

Zhiqian,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promote
 

it.
 

The
 

minting
 

of
 

“Small
 

Zhiqi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Kangxi
 

caused
 

price
 

fluctuation.
 

From
 

the
 

end
 

of
 

Kangxi
 

to
 

the
 

beginning
 

of
 

Qianlong,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Zhiqian
 

of
 

minting
 

coins
 

was
 

improved,
 

a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sales
 

and
 

hoarding
 

of
 

Zhiqian
 

hindered
 

its
 

circulat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imbalance
 

in
 

the
 

circulation
 

of
 

Zhiqian.
 

Some
 

areas
 

with
 

enough
 

money
 

could
 

use
 

good
 

official
 

money,
 

but
 

most
 

provinces
 

could
 

not
 

have
 

enough
 

Zhiqian
 

to
 

circulate,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money
 

making
 

between
 

regions
 

and
 

the
 

habit
 

of
 

currency
 

us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under
 

the
 

dual
 

role
 

of
 

national
 

policy
 

a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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